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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部农区乡村重构特征及其地域模式
——以江汉平原为例

余 斌 1,2，李营营 1，朱媛媛 1,2，卓蓉蓉 1，曾菊新 1,2

（1. 华中师范大学地理过程分析与模拟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武汉430079；

2.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城市圈研究院，武汉430079）

摘要：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以乡村地域系统内部要素变化解析乡村重构特征、外部环境变

化解读乡村重构机理、外源驱动因素与内生响应要素耦合解译乡村重构模式。基于江汉平原

的实证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乡村地域持续经历重构过程，表现为乡村重构综合指数不断增

加，高值区主要沿域内交通干线分布、低值区主要分布长江沿线和平原腹地；（2）乡村重构机制

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等外源驱动因素与经济、社会、空间等内生要素的耦合作

用，非农产业规模扩张引发乡村人口外迁和就业转移，进而推动人口、土地和产业等乡村“存

量”要素重组；（3）经济—社会重构主导是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的主流模式，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

变化加剧乡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恶化，乡村振兴及其可持续发展面临水环境污染和水灾害

侵袭的双重挑战。研究框架能够揭示江汉平原乡村地理剧变特征，中国中部农产品主产区的

乡村重构具有与发达地区不尽相同的图景。研究结果意在为乡村地理研究和乡村振兴实践提

供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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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重构是相对于传统农耕社会乡村地域系统要素及结构的剧烈变化，并与现代工

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存在密切关联[1-4]。当代发达国家的乡村重构源于全球食

品体系的建立及其催生的“农场经济危机”，并大致经历了“经济因素主导—文化因素主

导—综合因素主导”等发展阶段[5]。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的“农场经济危机”直接引

发了生产主义乡村的衰落[6,7]；与此同时，伴随着后工业化和逆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工业生

产之低端环节和城市社会之中产阶级开始流向乡村地域，这些要素的不断涌入显著改变

了乡村土地产权关系及其利用方式，乡村地域由此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7,8]。1990s人本主

义的兴起和城市问题的暴露助推了城市社会对田园乡村的向往和憧憬，来自城市的不同

迁居者依据其自身资本和文化优势，对乡村空间进行再造、对乡村文化进行重构，不仅

改变了乡村地域景观，而且排挤了乡村弱势群体[9,10]；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渐成社会主

流意识形态，乡村地域功能细分及其分类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乡村地域的多样化景

观[11,12]。进入21世纪，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发达国家的乡村

重构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人类社会行为主体与自然世界生物主体参与其中，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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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虚拟网络彼此关联，城市社会外力作用与乡村地域能动作用相互交织，城乡一体化和

全球化成为推动乡村重构的崭新模式[13,14]。但乡村重构的时空图谱并不完整和统一[5]。诸

多学者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等对发生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乡村重构现象进行了颇有说

服力的分析，并形成功能主义、建构主义和后乡村主义等不同研究视角[15,16]。

当代中国的乡村重构发轫于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因而具有有别于西方发达

国家的内涵及特征[17,18]。中国乡村重构的初始诱因是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引发的大规模

人口流出及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主要内容是经济重构、社会重

构和空间重构[19,20]。经济重构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市场化和农村产业结构变化，其中，

“专业村”等地域模式和“家庭农场”等经营模式引人注目，但乡村地域尚不具有“去

农业化”的典型特征[21]。社会重构主要表现为社会群体出现分化和农村人口结构变化，

其中，“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等社会现象令人忧虑，但“村落共同体”的社会基

础尚未动摇[22]。空间重构主要表现为交通网络化、村落空废化和环境污损化并行发展，

但乡村文化风貌和景观基底尚存 [23]。从格局看，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乡村重构特征显

著，黄淮海等内陆农区乡村重构特征初步显现[24,25]；从过程看，乡村地区总体上尚处于

经济重构主导的演化阶段，不同区域基础、不同区位条件的乡村重构进程并不平衡[26]；

从机制看，区别于发达国家城市要素“增量”嵌入主导的乡村重构，当代中国表现为乡

村要素“存量”激活主导的乡村重构[5]；从效应看，发达国家乡村重构在很大程度上带

来了乡村复兴，而当代中国乡村重构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乡村衰落[27-29]。进入21世纪

以来，伴随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发展，个别特大城市近郊开始出现“乡村绅士

化”现象，全球化因素也开始渗入个别具有优势区位的乡村地区，乡村重构逐渐呈现新

的特征[29]。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相关研究热烈、部分成果颇具新意，但国内学术研究对

乡村重构的理论内涵并未形成统一认识，乡村重构与乡村转型混用者有之，乡村重构与

乡村变迁等同者有之[5]。这些问题影响了理论研究的深化及其实践意义。

综上所述，乡村重构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社会—空间现象，发达国家的经验并不具

有普遍意义，地理学具有独特学科视角。据此，置乡村重构于乡村振兴实践背景，以乡

村地域系统理论为基础、江汉平原为案例，着重解析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和市场化

作用下中国中部农区乡村重构特征、机理及效应，以期为地理学的乡村重构理论研究提

供借鉴、为当代中国的乡村振兴实践提供启示。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地理学视一定乡村地域为乡村地域系统（图1）。一定乡村地域生产—生活活动耦合

构成人类活动子系统，人文—自然环境叠加构成地理环境子系统，二者相互作用形成乡

村地域系统结构，并表现出一定的功能（组合） [19]。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全球

化主导区域发展的背景下，乡村地域被动卷入城市生产/消费系统[29]，乡村地域人口、土

地和产业等要素变化实乃对城市生产/消费系统作用之响应。据此，乡村重构是指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乡村地域系统响应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等外源驱动而发生的内部要素

组织及其结构关系变化，并外显为经济重构、社会重构和空间重构[19,20]，其地理效应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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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乡村人地关系变化[29]。

以系统内部要素变化解析乡村重构特征。乡村重构即乡村地域系统要素及结构变

化，包括经济重构、社会重构和空间重构[19,20]，其中经济重构表征系统内部经济—生产

要素变化，社会重构表征社会—生活要素变化，空间重构表征自然—人文地理要素变

化[30]。构建综合指标体系解析乡村重构特征；其中，特征指标选择应不仅能够反映系统

要素变化，同时能够为系统功能转型提供解释①。乡村经济重构即乡村经济要素重组及其

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主要作用乡村生产功能，描述乡村经济重构选择劳动、土地、资

本及产业结构等指标，这类指标不仅能反映乡村生产活动及变化，同时能解释乡村经济

发展及变化。乡村社会重构即乡村社会要素重组及人口结构变化，主要作用乡村生活功

能，描述乡村社会重构选择人口、职业（就业）、收入等指标。指标选择的基本逻辑是：

一定的乡村人口、从事一定的职业、获取一定的收入从而达成一定的生活状态；这类指

标不仅能反映乡村生活活动及变化，同时能解释乡村生活水平及变化；其中农民精英

（即“中坚农民”）是指传统农区中少数年富力强的乡村留守农民，该群体是保障乡村发

展及社会秩序的中坚力量[31]。乡村空间重构即乡村空间要素重组及其空间结构变化，主

要作用乡村生态功能，描述乡村空间重构选择节点、连线、面域等指标。指标选择的基

本依据是：宏观视野下的平原农区自然环境具有相对均质性和变化渐进性，研究期内

（较短时间尺度）人类活动作用下的地表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人文地理环境变化，土地利

用变化应该是现阶段（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平原农区地表空间变化的最显著特征；这

① 乡村重构是乡村地域系统要素重组、本质是系统结构变化，乡村转型是乡村地域系统功能重塑，本质是系统

性质变化，乡村重构与乡村转型是一种过程与结果、结构与功能的关系[5,19]。

图1 外源驱动及内生响应作用下的乡村地域系统重构

Fig. 1 Rural regional system restructuring under external driving and endogenous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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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指标能反映乡村空间结构变化、解释乡村地域功能，特别是生态功能变化[32]。根据指

标选择最少化原则，以相对指标表征结构关系，选择农业产值及其生产要素占比是基于

乡村“农本底色”的考量。

设RRC、RX、RY、RZ分别为一定乡村地域的综合、经济、社会和空间重构指数，

测度指标体系见表1。

首先，对表1中指标层数据依据式（1）进行标准化处理；其次，通过熵值法[33]计算

各指标权重；最后，通过加权求和得到乡村重构分类及综合指标值[34]。

vi =
ì
í
î

(wi -wmin)/(wmax -wmin) （正效应指标）
(wmax -wi)/(wmax -wmin) （负效应指标）

（1）

式中：vi为数据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取值；wi为数据标准化处理前指标取值；wmin为数据

标准化处理前指标最小值；wmax为数据标准化处理前指标最大值。

RRC = a × RX + b × RY + c × RZ =∑
i = 1

4

ai × xi +∑
j = 1

3

bj × yj +∑
k = 1

3

ck × zk （2）

式中：ai、bj和 ck为权重系数；RRC和RX、RY、RZ的数值大小反映乡村地域系统结构

及分维要素变化剧烈程度，计算值越大表示乡村重构越剧烈，反之亦然；指标属性表征

指标值与目标值的变化方向，指标属性为正表示指标值越大目标值越小，反之亦然。

以系统外部环境变化解读乡村重构机理。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将乡村地域系统重构

界定为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和市场化等外源驱动下的系统要素组织及结构关系的响

应性变化[5,29]，其中，城镇化、工业化、全球化与乡村空间直接发生人员、资本、技术、

信息等交互作用，市场化则为其提供制度框架和作用平台。据此，以多元统计分析甄别

影响因素、以多重结构分析演绎重构机理。根据城镇化、工业化、全球化发展规律及其

当代中国发展特征，现阶段城镇化的空间效应主要表现为人口和土地的乡—城转移及城

镇人口和土地的规模扩张，工业化的空间效应主要表现为劳动、土地和资本乡—城转移

及其推动的工业聚集增长，全球化的空间效应则主要表现为国际资本注入和国际贸易发

表1 乡村重构指标选择及计算方法

Table 1 Selection and calculation method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index

目标层

乡村重构

（RRC）

准则层

经济重构

（RX）

社会重构

（RY）

空间重构

（RZ）

指标层

农业产值占比（x1）

农业耕地占比（x2）

农业劳动占比（x3）

农业投入占比（x4）

农村人口占比（y1）

农民精英占比（y2）

农业收入占比（y3）

空间集中度（z1）

网络通达性（z2）

地域异质性（z3）

属性

-
-
-
-

-
-
-
+

+

+

指标释义

农业产值占比（x1）=农业总产值/地区总产值

农业耕地占比（x2）=常用耕地面积/辖区国土总面积

农业劳动占比（x3）=农业从业人员数/全社会从业人员数

农业投入占比（x4）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

农村人口占比（y1）=乡村总人口/地区总人口

农民精英占比（y2）=农民精英数/农业从业人员数

农业收入占比（y3）=农业经营收入/农户家庭总收入

空间集中度（z1）=(人口集中度+经济集中度)/2

网络通达性（z2）=(外向通达性+内部联通性)/2

地域异质性（z3）=城乡建设用地面积/辖区国土总面积

注：人口集中度、经济集中度、外向通达性和内部连通性等指标计算方法参见参考文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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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对乡村地域的影响；另一方面，城镇化、工业化、全球化等外部环境因素在与乡村地

域系统的相互作用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市场化的作用主要通过城镇化、工业化、全球化

等外部环境因素向乡村地域扩散，区域市场化水平则可通过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予以表

征。考虑到外部环境“存量”及其变化的双重影响，相关指标均选择规模值和变化率两

个方面。乡村地域系统重构之外源驱动因素指标选择见表2。依据式（1）对表2中的指

标数据进行处理；在此基础上，以表 1中指标层为自变量，分别以RRC和RX、RY、RZ

为因变量构建回归模型：

RRC = a × I + b × U + c × G + d × M （3）

RX/RY/RZ =∑
i = 1

4

ai × Ii +∑
j = 1

4

bj × Uj +∑
k = 1

4

ck × Gk +∑
l = 1

4

dl × Ml （4）

式中：a、b、c、d为回归系数；Ii、Uj、Gk、Ml分别为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和市场

化驱动因子及其对应指标。

以系统内外关系耦合解译乡村重构模式。乡村地域系统重构的地理效应表现为乡村

地域人地关系变化及其地域分异[19,29]。根据当代乡村多维重构特征，乡村重构可能存在经

济重构主导、社会重构主导、空间重构主导和多维重构均衡等不同地域类型；根据当代

乡村多重环境影响，乡村重构可能存在工业化主导、城镇化主导、全球化主导和综合因

素均衡等不同作用机制。据此，以乡村重构分区概括地域模式、以主导因素耦合透视地

理效应。在地理学视野下，乡村重构（RRC）的本质是乡村地域人地关系变化，RX、

RY、RZ可分别视为一定乡村地域经济—生产活动、社会—生活活动和人文—自然地理环

境状态的度量。设⊿RX、⊿RY 和⊿RZ为乡村经济重构、社会重构和空间重构变化率，

以RX、RY、RZ和⊿RX、⊿RY、⊿RZ 相结合，基于 SOFM 模型进行乡村重构类型分

区 [35]。根据乡村重构特征及机理分析结果，以主导因素耦合乡村重构类型分区解析乡村

人地关系变化。

1.2 研究区概况

江汉平原位于中国中部、长江中游，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

中部中心城市武汉市的主要腹地，空间范围涵盖荆州市等20个县市区（图5）。国土面积

4.690 km2，常住人口 1566.29 万人，2017 年城镇化水平 55.80%；同年实现 GDP 值为

表2 乡村重构之外源驱动指标体系

Table 2 External driving indicator system of rural restructuring

驱动因子

城镇化

市场化

指标

城镇人口数量（U1）

城镇人口增长率（U2）

城镇建设用地面积（U3）

城镇建设用地增长率（U4）

第三产业增加值（M1）

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M2）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M3）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增长率（M4）

驱动因子

工业化

全球化

指标

第二产业增加值（I1）

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I2）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量（I3）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增长率（I4）

进出口总额（G1）

进出口总额增长率（G2）

实际利用外资（G3）

实际利用外资增长率（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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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0.35亿元、非农产业占比84.20%。江汉平原农村居住和农业生产功能地位独特，区域

乡村振兴及其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3 数据来源

案例研究时段为2000—2016年。地域单元为县市区，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分年度中

国和湖北省专业统计年鉴及国家相关专业数据中心。其中，经济数据换算及个别缺失数

据补全方法参见参考文献 [34]。

2 结果分析

2.1 江汉平原乡村重构时空变化

2.1.1 江汉平原乡村重构时间变化

根据研究方法，江汉平原乡村经济重构指数（RX）、社会重构指数（RY）、空间重构

指数（RZ）和综合重构指数（RRC）计算结果见图2。

（1）江汉平原乡村重构指数持续增长。研究期内，乡村综合重构指数（RRC）由0，

09增加至0.80，年均增长49.31%；经济重构指数（RX）、社会重构指数（RY）、空间重构

指数 （RZ） 分别从 0.04、 0.04、 0.01 增加至 0.25、 0.22、 0.33，年均增长 32.81% 、

28.13%、200%。回溯相关指标及变化发现：乡村经济重构主要表现为农业产值占比的下

降，乡村社会重构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占比的下降，乡村空间重构则主要表现为农业耕

地的减少。乡村地域系统要素及结构由此发生显著变化，并可能推动乡村地域功能转型。

（2）乡村重构指数变化具有非线性特征。2000—2005年，江汉平原乡村社会重构指数

（RY）由0.04增至0.14，其对RRC的贡献由43%变化至40%，该两项指标总体高于同期乡

村经济重构，普遍高于乡村空间重构，是为社会重构主导的发展阶段；2005—2011年，乡

村经济重构指数（RX）由0.14增至0.23、其对RRC的贡献由40%变化至39%，该两项指

标均高于同期乡村社会重构和空间重构，是为经济重构主导的发展阶段；2012—2016年，

乡村空间重构指数（RZ）由0.19增至0.33，其对RRC的贡献由33%变化至42%，该两项指

标均高于同期乡村经济重构和社会重构，是为空间重构主导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由

于外源驱动因素的作用，江汉平原乡村重构大抵具有“农村人口流动主导—农业结构变化

主导—农村耕地变化主导”等不同特征，与前述分析结论基本吻合。

图2 2000—2016年江汉平原乡村重构指数及其结构变化趋势

Fig. 2 Rural restructuring index (left) and its structure (right) in Jianghan Plain from 2000 t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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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空间变化

按照前述相同方法，分县市区分别计算案例地区RX（乡村经济重构指数）、RY（乡

村社会重构指数）、RZ （乡村空间重构指数） 和 RRC （乡村综合重构指数），结果见

图 3。（1）江汉平原乡村重构具有空间非均衡变化特征。首先，RRC高值点稳定分布于

辖区城镇、例如荆门市等，低值点则稳定分布于辖区农村、例如江陵县等（图3），说明

乡村重构之外源驱动作用显著；但乡村重构区位差异趋于减小，RRC高值/低值由2000年

的2.33降低至2016年的1.65，说明外源驱动作用正从城镇向农村扩散。其次，研究期初

乡村重构综合指数高值区主要沿辖区东、南、西部三条交通干线分布，研究期末乡村重

构综合指数主要沿辖区东、南、西、北部四条交通干线分布（北部长荆线于2013年开始

运营）。可能原因是，工业化等外源驱动因素主要通过域内主要交通干线向农村地区扩

散，对案例地区乡村重构具有关键性影响。（2）江汉平原乡村重构具有结构非均衡分布

特征。总体上，乡村经济重构和空间重构表现出与乡村综合重构大致相同的空间结构特

征。荆门市和荆州市分别地处西部、北部交通干线枢纽区位和中南部交通干线节点区

位，因而成为乡村经济重构指数（RX）和乡村空间重构指数（RZ）的高值区位，江陵县

和监利县等地处长江沿线而远离陆路交通干线，因而成为RX和RZ的低值区位。乡村社

会重构指数（RX）空间分布相对零散且差异较小（表3），表现出一定的随机性和相对均

值化等特征。案例地区是典型农区，乡—城人口流动对辖区乡村重构具有一致性和基础

性作用。

2.2 江汉平原乡村重构驱动机制

2.2.1 江汉平原乡村重构影响因素

以乡村重构综合指数（RRC）为被解释变量，工业化（I）、城镇化（U）和市场化

（M）为解释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考察外源驱动因素对乡村地域系统重构的影响；

其中全球化因素的相关指标因案例地区分县市多年连续数据不可得而被剔除。相关研究

表明：全球化尚未成为现阶段江汉平原乡村空间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31]。剔除全球化因

素当不会对分析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统计分析表明：各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在0.7以下，调整后R2为0.439，D-W值为

1.639，经检验变量的标准化残差图符合正态分布，模型设定合理。运用软件SPSS 24.0

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对变量的重要性进行排序，结果表明：外源驱动因素之工业化

（I）、城镇化（U）和市场化（M）均通过不同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4），标准化回归系

数分别为 0.432、0.289 和 0.092，说明 I、U 和 M 能够对 RRC 提供 81.30%的解释，工业

化、城镇化和市场化是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的主要影响因素。

2.2.2 江汉平原乡村重构作用机理

分别以乡村经济重构指数（RX）、乡村社会重构指数（RY）和乡村空间重构指数

（RZ）为被解释变量，以表 2中剔除全球化因素的 12个特征指标为解释变量，运用相同

的工具和方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

以RX为被解释变量，M1 （三产增加值）、I1 （二产增加值）、I2 （二产增长率）和

U4（建设用地增长） 4个指标分别通过不同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合计能够为江汉平原乡

村经济重构提供 77.0%的解释水平；以RY为被解释变量，I1 （二产增加值）、U3 （建设

用地面积）和M2（三产增长率）等3个指标通过显著性检验，能够为江汉平原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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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0—2016年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空间格局及变化

Fig. 3 Spatial pattern and variation of rural restructuring in Jianghan Plain from 2000 to 2016

表3 2000—2016年江汉平原乡村重构指数空间特征及变化

Table 3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es of rural restructuring index in Jianghan Plain from 2000 to 2016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6

综合重构指数

均值

0.43

0.48

0.59

0.67

标准差

0.08

0.07

0.08

0.08

变异系数

0.19

0.15

0.14

0.11

经济重构指数

均值

0.19

0.22

0.27

0.30

标准差

0.05

0.04

0.04

0.03

变异系数

0.28

0.19

0.14

0.10

社会重构指数

均值

0.17

0.18

0.21

0.24

标准差

0.02

0.02

0.02

0.03

变异系数

0.11

0.12

0.10

0.11

空间重构指数

均值

0.06

0.08

0.11

0.13

标准差

0.03

0.03

0.04

0.04

变异系数

0.46

0.38

0.35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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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提供 63.3%的解释水平；以RZ为被解释变量，U3 （建设用地面积）、I1 （二产增加

值）、I2（二产增长率）和M3（三产从业人数） 4个指标通过显著性检验，能够为江汉平

原乡村空间重构提供83.8%的解释水平。

据此，I1、I2、U3、U4、M1、M2、M3等7个特征变量可视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市

场化等外源驱动因素作用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的主要路径（图4）。

（1）工业化通过二产增加值（I1）变化全面影响乡村经济重构、社会重构和空间重

构，通过二产增长率（I2）变化影响乡村经济重构和空间重构，进而共同作用江汉平原乡

村重构。二产增加值（I1）及其增长率（I2）的正向变化可能增加乡村非农产业发展机

会、降低农业产值占比，还能直接拉动农村非农就业转移、降低农业劳动占比，从而加

剧乡村经济重构；I1的正向变化能够通过农村人口转移而降低农村人口占比、通过非农就

业转移而降低农业收入占比，从而加剧乡村社会重构；I1及 I2的正向变化能够引发区域

经济格局和建设用地需求变化、增加空间集中度和地域异质性，从而加剧乡村空间重构。

表5 江汉平原乡村分维重构与外源驱动特征指标的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different dimension restructuring and external driving factors in Jianghan Plain

被解释变量

RX

RY

RZ

解释变量

常量

M1

I1

I2

U4

常量

I1

U3

M2

常量

U3

I1

I2

M3

0.173

1.036E-7

1.407E-8

0.143

-0.083

0.177

2.478E-8

0.000473

-0.062

0.047

0.002

2.219E-8

0.072

-0.001

未标准化系数

B 标准误差

0.007

0.000

0.000

0.042

0.034

0.004

0.000

0.000

0.022

0.006

0.000

0.000

0.032

0.000

标准化系数

0.551

0.182

0.131

-0.094

0.534

0.213

-0.114

0.555

0.379

0.086

-0.182

t

23.927

7.867***

2.588***

3.430***

-2.464**

47.258

11.892***

4.793***

-2.848***

7.649

12.710***

8.015***

2.244**

-4.018***

显著性

0.000

0.000

0.010

0.001

0.014

0.000

0.000

0.000

0.005

0.000

0.000

0.000

0.026

0.000

0.292

0.291

0.988

0.988

0.765

0.784

0.956

0.751

0.639

0.971

0.697

共线性统计

容差 VIF

3.425

3.440

1.012

1.012

1.307

1.276

1.046

1.331

1.564

1.030

1.435

注：*、**、***分别代表0.1、0.05、0.01的显著性水平。

表4 江汉平原乡村重构与外源驱动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rural restructuring and external driving factors in Jianghan Plain

被解释变量

RRC

解释变量

常量

I

U

M

未标准化系数

B

0.312

1.074

0.964

0.308

标准误差

0.015

0.145

0.157

0.215

标准化系数

0.432

0.289

0.092

t

20.943

7.389***

6.130***

1.437*

显著性

0.000

0.000

0.000

0.152

共线性统计

容差

0.483

0.742

0.404

2.070

1.347

2.473

VIF

注：*、***分别代表0.1、0.01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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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镇化通过建设用地面积（U3）变化影响乡村社会重构和空间重构，通过建设

用地增长（U4）变化影响乡村经济重构，进而共同作用江汉平原乡村重构。建设用地面

积（U3）变化的直接效应是区域土地资源配置发生变化，通过影响农业耕地数量变化而

改变农业收入占比、作用乡村社会重构，通过影响人口和产业的空间布局而改变空间集

中度、网络通达性和地域异质性等、作用乡村空间重构；建设用地增长（U4）变化通过

直接影响农业耕地的数量变化而作用乡村经济重构。

（3） 市场化通过三产增加值 （M1） 变化影响乡村经济重构，通过三产增长率

（M2）变化影响乡村社会重构，通过三产从业人数（M3）变化影响乡村空间重构，进而

共同作用江汉平原乡村重构。较大的三产产出意味着较高的三产发展水平，具有并强化

二产变化之于乡村经济重构的作用；三产增长率（M2）与乡村社会重构具有较小的负相

关（-0.114），其可能解释是较快的三产发展有利于稳定乡村精英占比；三产从业人数

（M3）与乡村空间重构也具有较小的负相关（-0.182），其可能原因是服务业发展及其从

业人员增加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区域发展的空间集中度。

2.3 江汉平原乡村重构地域模式

2.3.1 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类型分区

以乡村重构分区概括地域模式。运用SOFM模型，以RX、RY、RZ和⊿RX、⊿RY、

⊿RZ相结合，进行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类型分区（图5）。

根据图 5，江汉平原乡村重构存在两个一级类型分区：绿色覆盖区域为高强度乡村

重构类型区，乡村重构综合指数 （RRC） 多年均值为 0.608、高于江汉平原多年均值

18.29%；橙色覆盖区域为低强度乡村重构类型区，RRC多年均值为0.432、低于江汉平原

多年均值15.95%。每个一级类型区又分别包括两个二级类型区。I1区RRC多年均值最高

图4 江汉平原外源驱动作用乡村重构的内在机理（虚线框为可能内在响应路径）

Fig. 4 The inherent mechanism in rural restructuring under external driving factors of Jianghan Plain

(we show the possible relevance path in the dashed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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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42），其中乡村经济重构（RX）、

社会重构 （RY） 和空间重构 （RZ）

分别贡献 39.11%、35.66%和 25.23%

的份额，可称为经济—社会—空间重

构均衡的高强度乡村重构类型区；I2

区 RRC 次高（0.574），RX 和 RY 分别

贡献 46.73%和 35.36%，可称为经济

—社会重构主导的高强度乡村重构类

型区；II1 区 RRC 最低 （0.401），RX

和RY分别贡献 40.73%和 44.81%，可

称为社会—经济重构主导的低强度乡

村 重 构 类 型 区 ； II2 区 RRC 次 低

（0.492），RX 和 RY 分别贡献 45.43%

和 39.50%，可称为经济—社会重构

主导的低强度乡村重构类型区。江汉

平原乡村重构类型分区与图 3的发展

阶段大致形成时空耦合：II1 区尚处

于社会重构主导的发展阶段，II2 区

和 I2区进入经济重构主导的发展阶段，I1区已迈向空间重构主导的发展阶段。

2.3.2 江汉平原乡村人地关系特征

以主控因素耦合透视地理内涵。江汉平原是中国中部传统农区和国家农产品主产

区，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等外源驱动激起乡村地域系统的内部响应，人口、产业和

土地非农化成为普遍趋势，区域人地关系随之发生变化：人口的持续减少并未带来向好

的人地关系变化，农业生产的生物和机械技术替代及农民生活的城市化发展反而加剧了

乡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恶化[33]。由于经济、社会基础和区位、交通条件的差异，乡村

重构不同分区的外源驱动主控因素及内生响应主导要素均存在一定差异，乡村人地关系

具有并不完全相同的特征，不同类型分区的乡村振兴将可能面临不尽相同的挑战。

为简化问题分析以突出主要矛盾，各取表5中解释变量的前一位（标准化相关系数

＞0.50）作为不同主导要素变化的主控变量，主要通过主导要素与主控变量耦合阐释不

同乡村重构分区的人地关系特征（表6）。根据表6，I2区和 II2区是江汉平原乡村重构主

体类型（两区面积加和占比达 84.21%），两者具有完全相同的乡村重构主导要素和主控

因素，仅存乡村重构强度差异。据此，经济—社会重构主导是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的主流

模式，非农产业规模扩张（I1和M1的数量）是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的主要动力，产业结构

和生产方式变化引发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恶化则是现阶段江汉平原乡村人地关系的主

要矛盾。江汉平原乡村重构具有中国欠发达农区的典型特征。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1）时间连续性和空间非均衡是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的主要特征。研究期内案例地区

图5 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类型分区

Fig. 5 Rural restructuring type zoning in Jianghan 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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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重构综合指数（RRC）由 0.09增加到 0.80，社会重构、经济重构和空间重构交替主

导乡村地域系统演变；RRC高值区稳定分布在荆门市辖区等城镇节点、低值区稳定分布

在江陵县等典型农区，陆路交通干线主要影响乡村重构空间格局。

（2）乡村要素“存量”重组是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的主控机制。研究发现：工业化、

城镇化和市场化等外源驱动是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的主要影响因素，可合计贡献81.30%的

解释水平；二、三产业增加值和增长率、建设用地面积及增长和三产从业人员等7个特

征变量是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的主要作用路径。外源驱动因素与内生响应要素耦合分析表

明：非农产业规模扩张引发乡村人口外迁和就业转移，进而推动人口、土地和产业等乡

村“存量”要素重组。

（3）经济—社会重构主导是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的主流模式。江汉平原乡村重构可分

为2级水平（高、低强度）、3种类型（经济—社会—空间重构均衡、经济—社会重构主

表6 江汉平原乡村重构分区特征

Table 6 Rural restructuring zoning characteristics in Jianghan Plain

区号

I

II

I1

I2

II1

II2

地域范围

荆州市辖区、

云梦县；国土

面积2169 km2、

占比5.14%

荆门市辖区、枝

江 、 当 阳 、 汉

川 、 仙 桃 、 潜

江 、 钟 祥 、 京

山 、 应 城 、 安

陆 ； 国 土 面 积

22401 km2、 占

比53.13%

江陵、监利；

国土面积

4492 km2、

占比10.65%

松滋、公安、

石首、洪湖、

天门、沙洋；

国土面积

13104 km2、

占比31.08%

主导要素

经济—社会

—空间重构

均衡

经济—社会

重构主导

社会—经济

重构主导

经济—社会

重构主导

主控因素

工业化（I1）、

城镇化（U3）、

市场化（M1）

市场化（M1）、

工业化（I1）

工业化 （I1）、

市场化（M1）

市场化（M1）、

工业化（I1）

地理特征

该区位于江汉平原高强度乡村重构类型区环状分布关键

区位。荆州市是江汉平原区域中心城市，云梦县毗邻湖

北省北部区域中心城市孝感，两地交通区位条件优越，

外源驱动因素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均具有较高水

平，I1、U3 和 M1 等因素的正向变化引发乡村人口结

构、产业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显著变化，乡村人类活动

作用地理环境的性质随之发生变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模

式变化正在加剧生态环境压力，农用地的非农化转移可

能削弱区域主体功能

该区是江汉平原高强度乡村重构类型区环状分布的主体

组成部分，也是现阶段乡村重构的主流模式。市场化

（M1）和工业化（I1）效应沿焦柳—汉宜—汉丹—长荆

组成的环形交通干线向乡村地域强力扩散，引发乡村人

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动，地表空间格局尚未发生

深刻变化，但乡村人类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的快速变化

已然形成递增的环境压力，地表水及地下水污染成为该

区乡村人地关系的主要矛盾[12]

该区位于江汉平原低强度乡村重构类型区沿江带的中间

区位，具有沿江带乡村发展大致相同的区域背景和区位

特征。由于历史原因，该区发展基础更为薄弱，工业化

（I1） 和市场化 （M1） 等外源驱动的内生响应明显不

足，其乡村重构效应仍主要停留在乡村人口的域外迁移

和乡村就业的空间转移；类似 II2区的沿江地区，该区

同样存在长江水环境污染和沿岸水灾害侵袭挑战，但人

力资源短缺可能是该区乡村振兴及其可持续发展面临的

严重威胁

该区包括江汉平原低强度乡村重构类型区沿江带的主体

组成部分和江汉平原腹地，同属现阶段乡村重构的主流

模式。由于远离区域中心城市或主要陆路交通干线，加

之长江黄金水道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市场化（M1）和

工业化（I1）的外源驱动效应不及 I2区，但乡村产业结

构和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快速变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

的转变正在加剧该区的生态环境压力；沿江地区还同时

面临长江水环境污染和沿岸水灾害侵袭的双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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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社会—经济重构主导）和4个分区，经济—社会重构主导类型居于主体地位，覆盖

面积占比达84.21%。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的人地关系效应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

变化加剧乡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恶化，乡村振兴及可持续发展面临水环境污染和水灾

害侵袭的双重挑战。

3.2 讨论

（1）江汉平原乡村重构具有中国中部农区典型特征。作为中国中部重要的农产品主

产区，江汉平原乡村重构源于区域工业化的外源驱动，起始于人口及就业域外迁移引起

的乡村社会重构，经济—社会重构主导仍是现阶段乡村重构的主流模式。与之比较，中

国东部发达农区乡村重构源于乡村工业化的内源驱动，起始于产业及就业域内转变引起

的乡村经济重构，经济—社会—空间重构均衡乃是现阶段乡村重构的主流模式[5,25]。当代

中国乡村重构具有显著的地域分异特征。另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等人文地

理环境变化构成当代中国乡村重构的外源驱动因素，地方中心城镇、主要交通干线等人

文地理要素分布构筑外源驱动乡村重构的主要作用媒介，二者耦合大致塑造区域乡村重

构的时空演变。中国中、东部农区人文地理环境状况和地方人文地理要素布局差异能够

很大程度地解释乡村重构的地域分异特征及其变化规律[24,25]。当代中国乡村重构具有内在

地理作用机制。

（2）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研究可为案例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信息支持。研究表明：现阶

段案例地区乡村重构的主要机制是工业化等外部因素的作用、主要特征是乡村人口等内

部要素的变化，地理效应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变化引发的乡村生态环境和人

居环境恶化，乡村重构特征及效应均具有空间非均衡特征。江汉平原是国家级农产品主

产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态宜居是关键、生活富裕是根本，确保农产品有

效供给则是约束条件。据此，严守基本农田红线，自觉推动乡村重构，通过适度规模经

营保障农业生产、通过延伸产业链条提高农民收入、通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保护农村环

境应该是案例地区乡村振兴的战略选择。

（3）乡村重构的地理研究及其系统分析有待拓展。乡村重构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社

会—空间现象，地理学具有独特学科视角。本文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视乡村重构为

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等外源驱动下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的响应性变化，沿循

“特征—机制—效应”的技术路线，以乡村地域系统内部要素变化解析乡村重构特征、外

部环境变化解读乡村重构机理，以外源驱动因素与内生响应要素耦合解译乡村重构模

式，研究框架能够揭示乡村重构的地域分异规律和地理作用机制。另一方面，乡村重

构、乡村转型与乡村振兴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乡村重构是乡村地域系统要素重组、本质

是系统结构变化，乡村转型是乡村地域系统功能重塑、本质是系统性质变化；乡村自发

重构与转型引致乡村功能退化或异化、表现为乡村衰落，乡村自觉重构与转型推动乡村

功能强化或优化、表现为乡村振兴[5]。以“要素—结构—功能”变化融贯乡村重构/乡村

转型/乡村振兴，可能为当代乡村研究和中国乡村发展贡献地理智慧——这也是后续的努

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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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al model of rural restructuring in
ma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gions in Centr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Jianghan Plain

YU Bin1,2, LI Ying-ying1, ZHU Yuan-yuan1,2, ZHUO Rong-rong1, ZENG Ju-xin1,2

(1. Key Laboratory for Geographical Process Analysis & Simulation Hubei Provi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Academy of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Hubei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Rural restructuring is a complex economic-social-spatial phenomenon. Based on the

human-land relationship theory,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rural restructuring characteristics by the

internal factor changes of rural regional system, interpreted the mechanism by the changes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elucidated the model coupling with external driving factors and

endogenous factors, and tried to improve the geographic analysis framework of rural

restructuring. Three highlight results were unveiled. First, the rural restructuring in the

Jianghan Plai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mporal continuity and spatial non-equilibrium.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rural restructuring kept growing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indicating a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high value along the main traffic trunk from "U" shape to ring

shape and low value expressed as "point (plain hinterland) and line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Second, the rural restructuring mechanism in the Jianghan Plain mainly reflects the coupling

effect of external driving factors such as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with

endogenous factors such as economy, society and space. The expansion of non-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triggers the rural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employment transfer, then promotes the

restructuring of rural "stock" elements such as population, land and industry. Third, economic-

social restructuring is the main model of rural restructuring in Jianghan Plain. The chang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roduction mode have exacerbated the deterioration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settlement, with the results that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ace the dual challenges of water pollution and flood disaster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reveals the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areas in the Jianghan Plain, and the

special views of rural restructuring in ma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gions in Central China.

The research results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inspiration for the geographical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restructuring and decision support fo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case area.

Keywords: rural regional system; external driving; endogenous response; rural restructuring; Ji-

anghan 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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